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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议程化”：
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合作框架∗

李东燕

　 　 【内容提要】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联合国议程的跨领域整合与扩大趋势增

强，形成一类具有联合国特色的跨领域、综合性全球大议程，如《２１ 世纪议程》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这种“大议程化”现象是全球不同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其中联合

国机构和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显著，一个由会员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及全球非政府行

为体共同组成的议程推动联盟是“大议程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大议程化”在促成最

为广泛认同的全球主流价值原则和包容性的全球合作框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

时，“大议程化”自身也具有明显的缺陷和困境，包括国家层面的关注和投入不足、主

要国家之间缺乏共识与集体行动以及全球协调力和领导力的缺失等。 大国竞争的加

剧和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势力的上升给“大议程化”带来沉重的打击，使“大议程化”处

在一个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其面临的困境更加凸显。 但国际社会对大议程的需求

依然存在，“大议程化”的发展空间也依然存在，中国和多数国家仍然是全球团结与国

际合作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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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

促成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领域和基本权利保障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职权，就相

关领域问题制定全球议程是联合国各机构肩负的使命。 自成立至今，每年都有数量众

多的国际议程通过联合国提出并推动，包括《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简称 ２０３０ 议程）这类大型综合性全球议程。 通过促成和推进全球议程，凝聚全

球共识，动员全球不同行为体参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框架，实现议程制定的全球目

标，这是议程倡导者、推动者对联合国的期待，也是联合国自身价值和作用的体现。

本文所用联合国“议程（ａｇｅｎｄａ）”指那些被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等机构列入其议

程，有相关文件支持的正式安排。 联合国“议题（ ｔｏｐｉｃ）”泛指被联合国各机构重点关

注、讨论和推动的各类问题，其中包括联合国议程。 在联合国议程中，一些属于综合性

较强的议程，如可持续发展、国际人权、和平与安全、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等；另一些属于

相对单一领域的议程，如维持和平行动、工业发展、土地改革、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

还有一些更狭小领域的议程，如女童教育、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保护、妇女和女童贩运问

题等。 联合国文件检索系统将联合国宣言和公约类文件划分为 ２８ 个主题，即艾滋病、

裁军、残疾人、儿童、妇女、国际法、国际合作、国际人道法、海洋法、和平与安全、环境、

减灾、健康、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恐怖主义、劳工、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青年、人权、

外层空间、卫生、刑事司法、药品管制、种族、主权和文化。① 从这 ２８ 个主题划分可看

出，联合国议程覆盖领域非常广泛，且相互联系和交叉。 例如，按联合国公约和宣言主

题分类，《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同属“人权”及“移民和难民”类。 科菲·安南（Ｋｏｆｉ Ａｔｔａ

Ａｎｎａｎ）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将人权、安全和发展称为密不可分、相互推动的“三大支

柱”。 因此，在联合国文件中，有“跨支柱问题（ｃｒｏｓｓ⁃ｐｉｌｌａｒ ｉｓｓｕｅ）”和“支柱问题（ｐｉｌｌａｒ

ｉｓｓｕｅ）”的提法。② 其中每个支柱议题又是一个覆盖诸多子议题的大议题领域。

成立初期，联合国议程涉及的领域相对单一，议程内容具体、简明，规模不大。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末以来，联合国议程出现跨领域的衔接与整合现象，议程的综合性增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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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联合国公约与宣言检索系统，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ｂｙｔｏｐｉｃ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 Ａ ／ ７２ ／ ７０－Ｓ ／ ２０１８ ／ ４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ｚｈ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ａｃｅ，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逐渐扩大。 冷战结束后，这种“大议程化”现象更加明显，发展加速，尤其是三大“支柱领

域”间出现跨支柱衔接与整合趋势。 本文旨在考察“大议程化”现象的原因、影响及前景。

除对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等主要机构的议程文件进行回顾与分析外，本文还对各国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大会第 ７３ 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对联合国议程的关注情况进行了调

查，①以揭示“大议程化”的作用和影响，包括会员国政府对大议程的关注和态度。

二　 越来越“大”的联合国议程

纵观联合国议程的发展，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大议程化”，即原本相对单一领域

的小规模议程，经过与其他领域议程的衔接与整合，扩展为一项覆盖多领域、多部门、

多行为体的综合性伞形大议程。

（一）“大议程化”现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之前，联合国议程主要为单领域或小领域议程，内容具体、目标

集中、规模短小，如技术援助、难民救济、难民地位、麻醉品、禁奴、就业和妇女参政等。

同时，联合国也推动了一些双领域议程，如“经济发展与移民” （１９４８ 年）、“裁军的经

济与社会后果”（１９６０ 年）等。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开始，联合国议程的跨领域衔接

与整合趋势开始显现，覆盖多领域议题的综合性议程增多。

人权领域议程的跨领域化现象最早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已取得明显进展。

经过不断的整合与扩展，联合国人权议程与发展议程和安全议程衔接，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跨领域议程。 １９４８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包含了普遍性的人权内容，

随着 １９６６ 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通过，人权议题的跨领域化、主流化趋势进一步扩大。 同时，自决权及天然财富和资源

的处置权等内容被纳入人权议程。 除此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外，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了

“人权与科学及技术发展”（１９６８ 年）、“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 （１９６８ 年）、“消除

对妇女歧视宣言”（１９６７ 年）等人权类文件。 １９６１ 年开始的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

议程，其目标和内容非常简明，集中于具体的发展问题。 １９６９ 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一

项关于在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期间促进基本人权的决议，１９７０ 年开始的第二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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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对象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１０ 月 １ 日联合国大会第 ７３ 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前 １００ 位会员

国政府代表（非洲国家 ２９ 位、美洲国家 ２２ 位、亚洲及太平洋国家 ２６ 位、欧洲国家 ２３ 位）。 为考察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七国集团及金砖国家的立场，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德国和加拿大 ５ 国作为补充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为各

国政府代表在陈述中对联合国议题的关注情况。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ｇａｄｅｂａｔｅ．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ｒｃｈｉｖｅ，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合国“发展十年”战略则添加了有关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内容。① １９６９

年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进一步强调了人权、国际和平与安全及社会进步、经

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②

从发展领域看，联合国议程也从最初的发展援助、技术援助、土地改革、粮食短缺

这类零散式的具体领域议程逐渐整合为覆盖多领域的综合性可持续发展大议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随着环境问题被提上联合国议程，发展议程与环境议程之间的联系逐渐

建立。 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及《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明确将环境与发展联

系起来，强调各国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使“发展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需要相一

致”。③ 《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不仅将环境问题纳入发展议题，还写明环境目标与社会、

经济、人权及和平目标是需要共同协调实现的目标。 该宣言为后来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奠定了基础，是联合国“大议程化”的一项成果。 １９８６ 年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正式

确立“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④将发展权提到与两项国际人权公约的同等

高度，标志着发展议程向人权议程的延伸。 １９９２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２１ 世纪

议程》是发展领域“大议程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该成果将经济、社会、环境等多

领域议题整合为一项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干的大议程，且覆盖了妇女、儿童、青年、原住民、

社区、非政府组织、工会、科技界、商业界和农民等不同“群组”的作用。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世界主义势头上升，

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趋势增强的大环境下，联合国议程跨领域整合与扩大现象更加突

出。 在人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支柱领域”议程进一步“跨支柱”衔接的同时，大议程所承

载的子目标议程也呈不断整合与扩展趋势。 在人权领域，跨领域化、主流化得到进一步

加强，尤其是安全议程的“人权化”趋势。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儿童、妇女、性侵等内

容被提上安理会议程，“人的安全（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保护的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

ｔｅｃｔ）”等概念的提出，正是安全议程“人权化”和“人性化（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⑥的体现。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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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期间促进尊重并遵守人权及基本自由》，Ａ ／ ＲＥＳ ／ ２５８６（ＸＸＩ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ｇａ ／ ２４ ／ ｒ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Ａ ／ ＲＥＳ ／ ２５４２（ＸＸＩ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ｇａ ／ ２４ ／ ｒ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ｎｅｔ ／ ｕｎｃｈｅｄｅｃ．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发展权利宣言》，Ａ ／ ＲＥＳ ／ ４１ ／ １２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ｇａ ／ ４１ ／ ｒ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２１ 世纪议程》，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ｖｅｎｔｓ ／ ｗｓｓｄ ／ ａｇｅｎｄａ２１．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这一概念，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ｅｔ ａｌ．， ＵＮ Ｖｏ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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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安全议程与发展领域的衔接也更加密切，体现在“建设和平”“保持和平（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概念的提出。 在发展领域，２０３０ 议程确立了 １７ 个主目标和 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
涵盖领域之多、规模之大实属空前。 与此同时，难民与移民、防灾减灾、公路交通安全、
公共卫生与健康等具体领域议程也在向“大议程化”方向发展。

（二）“大议程化”的基本要素与特征

联合国议程的跨领域整合与扩大表现出三大显著特征。
第一，跨领域整合，以人权、发展与安全“三大支柱”领域议程的相互衔接、相互延

展最为明显。 议程跨领域衔接与整合的依据是各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密不

可分的关系，需要对各领域目标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并通过综合性的途径来解决问

题，以共同实现议程的各项目标。 这一点在综合性大议程文本中都有体现，如强调人

类环境“对于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①“和
平、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互依存的和不可分割的”。②

第二，跨行为体、跨部门的整合，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大议程化”表现出的另一

个特点是覆盖所有群体的关切，促成包括所有相关方参与的全球伙伴关系，这一点已

成为联合国全球议程的传统特色。 在国内层面，议程要求各级政府、各个政府部门以

及所有利益攸关方和所有人民的参与，包括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内。
在国际层面，除国家间合作外，还强调区域合作、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尤其重视区域组

织的作用。 在全球层面，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全球伙伴关系”意
味着推动“全球高度参与”，“把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各

方召集在一起”。③ 在层次关系上，大议程奉行的原则是：各国政府为主，国际合作为

辅，联合国可发挥关键作用，国际及区域合作应做出重要贡献，公众及非政府组织、其
他团体等应积极参与。④

第三，基于普遍原则的整合，凸显人权的主流化和以人为本原则。 大议程兼容主

权原则和人权原则，尤其贯穿人权和以人为本原则，包括性别平等原则和对弱势群体

的特别关注。 从议程内容看，各领域的“大议程化”现象都受到人权议题和妇女议题

主流化、跨领域化的影响。 此外，自由平等、国际法、国际团结、国际合作等原则也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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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ｎｅｔ ／ ｕｎｃｈｅｄｅｃ．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 ＣＯＮＦ．１５１ ／ ２６（Ｖｏｌ．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ｅｔ ／ ｒｉｏ－ｄｅｃ．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ｆｉｌｅｓ ／ Ａ－ＲＥＳ－７０－
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２１ 世纪议程》，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ｖｅｎｔｓ ／ ｗｓｓｄ ／ ａｇｅｎｄａ２１．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议程承载的普遍性基本原则。 联合国与全球企业界合作的《全球契约》则是一项基于

原则的议程，以遵守人权、环境、劳工和反腐败相关的 １０ 项原则为目标。

２０３０ 议程是一项典型的、规模空前的大议程。 从主干领域看，该议程属于发展

议程，是“三大支柱”领域之一。 但在“可持续发展”支柱下，其确立的 １７ 个目标和

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几乎涵盖了联合国所有的议题类别，对发展议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

扩展。 除经济、社会、环境三大传统领域外，该议程还涉及反恐、反腐败、跨国犯罪、

武器贩卖、移民与难民、人口贩运、创建和平、冲突预防、法治建设等不同领域。 ２０３０

议程强调各目标领域之间的交叉（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以及整体性（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强调人权、

发展与安全“三大支柱”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及统筹兼顾。 议程文本将自身定

位为一项综合、全面、宏大、跨领域的议程，是“一项在规模和意义上前所未有的议

程”，其框架远远超越了千年发展目标。 议程提出的新目标和具体目标具有“密切的

相互关联（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和诸多贯穿不同领域的内容要素（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呼吁建立“所有国家、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全体人民参与”的“全球可持续发

展伙伴关系”。①

联合国和平议程的“大议程化”现象体现在狭义的“维和行动”议程与“预防冲

突”“建设和平”“保持和平”等议程的衔接与整合，形成综合性的和平行动议程，强调

和平、人权、发展、民主、法治等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相辅相成”。② “建设和平”被定

义为一个“包含政治、发展和人权方案与机制的政治进程”。③ “保持和平”则是一种更

包容、更综合性的和平途径，是政府和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任务和责任”，包括预

防冲突、加强法治、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等不同途径，需要“融入联合国三个支柱领

域”，需要联合国和平行动、人权、人道主义及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之间的一致行动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采取“跨支柱合作（ｃｒｏｓｓ⁃ｐｉｌ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和“跨系统模式（ｃｒｏ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④

再如，“移民与发展”原本为一项移民领域议程，后被纳入 ２０３０ 议程目标，《移民

问题全球契约》是移民议程“大议程化”的一项重大成果。 该契约对之前的相关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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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ｆｉｌｅｓ ／ Ａ－ＲＥＳ－７０－
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冲突后的和平建设》，Ｓ ／ ＲＥＳ ／ ２２８２（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ｚｈ ／ Ｓ ／ ＲＥＳ ／ ２２８２（２０１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３ 日。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 ／ ７２ ／ ７０７－Ｓ ／ ２０１８ ／ ４３，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冲突后的和平建设》，Ｓ ／ ＲＥＳ ／ ２２８２（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ｚｈ ／ Ｓ ／ ＲＥＳ ／ ２２８２（２０１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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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整合，制定了“一套贯穿各领域并相互依存（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

指导原则”，包括以人为本、国际合作、国家主权、法治、可持续发展、人权、性别平等、

儿童关切、全政府方法和全社会方法。 在国内层面，契约倡导“全政府方式（ｗｈｏｌｅ⁃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和“全社会方式（ｗｈｏｌｅ⁃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广泛参与和协

调；在国际和全球层面，契约确立了加强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要求各国开展国际、区

域和双边合作与对话，建立包括移徙者、地方社区、民间组织、学者、私人部门、人权机

构等多利益攸关方构成的伙伴关系，也包括建立协调一致的联合国系统。① 与之前联

合国有关移民问题的议程相比，该契约体现了大议程所具备的要素和特征，被视为

“移民问题全球对话和国际合作历史上的里程碑”。②

“大议程化”反映了人权、环境、发展、妇女、和平等领域议程的跨领域化和主流化

现象，旨在实现相关领域目标的相互平衡和相互促进以及对全球性普遍价值原则和规

范的推广。 从思想倾向看，大议程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性，也带有一定的社会民

主主义和世界主义色彩。 在大议程内容中，可见“全人类平等”“集体决策”“全球伙伴

关系”“全球社会正义”“社会团结”“全球生态平衡”等世界主义和全球社会民主主义

特色的价值理念和关怀。③ 西方国家的保守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对这类大

议程始终保持警惕和抵触。 美国右翼势力将《２１ 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视为“联合

国的阴谋”，是联合国建立“全球政府”以控制世界资源的霸权企图，是对个人自由和

私人财产的剥夺和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摧毁。④

三　 “大议程化”的动力

从联合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看，随着会员国数量增多与背景的多元化，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数量和地位的上升，加剧了联合国议程的多元化和竞争性，

这使不同议程之间的相互协调、平衡和包容成为必要。 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

从国际组织和全球政策视角看，联合国的组织特性和地位以及全球政策空间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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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Ａ ／ ＲＥＳ ／ ７３ ／ １９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ｇａ ／ ７３ ／ ｒｅｓ ／ ａｌｌ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Ａ ／ ＲＥＳ ／ ７３ ／ １９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ｇａ ／ ７３ ／ ｒｅｓ ／ ａｌｌ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有关世界主义与全球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参见戴维·赫尔德著，周军华译：《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

与社会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３、２１５、２２０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１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４， ｐｐ．３２５－３６０．



在，使联合国机构和各类非政府行为体在推动“大议程化”方面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

影响力。 由于有机会参与和影响联合国议程，各国家集团和其他行为体争先恐后地

提出和扩展各自的议程内容，推动联合国议程在原则、目标领域及参与者等方面以

“滚雪球”模式扩大。

（一）议程领域的多元化与议程的整合

联合国成立之初，在英法等老殖民国家、新兴大国美国、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民

族独立国家之间，已存在竞争性的价值原则和利益关系。 但在这一阶段，联合国议

程的领域范围相对狭小，议程种类不多，差异性和竞争性有限。 当大批获得民族独

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后，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大幅增加，会员国背景更加多元化。 这

种变化不仅带来联合国议程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增加，也使议程内容的竞争性和议程

领域间的竞争性凸显，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推动的人权议程、环境议

程、社会议程与发展中国家推动的民族独立议程、自然资源主权议程、经济发展议程

之间的竞争、平衡与整合。 联合国议程的多元化和竞争性也体现在人道主义、女权

主义、生态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发展主义、民族主义等不同意识形

态和思想阵营之间的竞争、平衡与整合。 正是联合国内外不同国家集团和其他行为

体竞相提出各自的议程，并试图扩展各自议程的影响力，这种努力成为联合国“大议

程化”的推动力。

一些国家和人权组织对《联合国宪章》未能纳入具体的人权内容感到非常失望，

这股力量在 １９４６ 年将有关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问题提上联合国大会议程，《世界人权

宣言》的通过是人权议程取得的重大进展。 但此后人权议程的推进并不顺利，受到来

自支持国家主权和集体权利国家的阻碍。 直到 ２０ 年之后，两项人权国际公约的通过

成为人权议程扩展的一个高峰。 与之相遇的是发展议程的崛起，特别是随着七十七国

集团的建立，发展中国家集团的议程推动势头明显上升，联合国大会关于经济发展问

题的议程大幅增加。 在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推动下，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以主权

平等、民族独立、不干涉内政、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议

程，如《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１９６０ 年）、《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

议》（１９６２ 年）。 发展中国家议程的崛起加剧了主权、人权、发展权、自决权、环境保护

等议程之间的竞争与整合。 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和资源主权相

关议程的同时，发达国家又开始推动人口、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议

程。 在发达国家及国际人权、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影响下，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议程

的相互妥协与整合，最终促成涵盖包容性原则、目标及内容的大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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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正是这一阶段人权、主权、发展、

环境等主要竞争性议题整合而成的一项大议程。 该宣言将主权、人权、民族自决权、自然

财富和资源永久主权以及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社会公正与平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殖

民主义、国际合作等内容一一写入其原则、目标和步骤。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发展中国家

集团推动发展议程的势头继续强劲，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国家的经济权利、

发展权利问题提上议程，与发达国家推动的人权议程和环境议程进一步竞争、磨合，既出

现了环境领域的《世界自然宪章》（１９８２ 年），也提出了发展和人权领域的《发展权利宣

言》（１９８６ 年）。 直到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才迎来不同领域议程相互衔

接与整合的新高潮，人权、发展和安全“三大支柱”领域的“大议程化”明显加速。

（二）“三个联合国”的推动

“大议程化”现象是联合国内外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 根据“三个联合国”之说，

会员国政府为“第一联合国”，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为“第二联合国”，与联合国相关的

非政府组织、智库专家和顾问等为“第三联合国”。② 这“三个联合国”都为推动“大议

程化”做出了贡献，但角色和作用各不相同。

第一，“第三联合国”在推动“大议程化”方面表现积极、影响显著。 各类非政府组

织，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慈善组织及私人基金等，在推动

“大议程化”方面不仅具有极大的热情，还具有专业知识、人际关系和全球运作能力方面

的优势。 从一开始，联合国就为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做出了正式安排，为“第

三联合国”参与和影响联合国议程提供了途径。 在许多领域，“第三联合国”是“第二联

合国”依赖的“关系户”，其中人权、人道主义、妇女、环保、和平类非政府组织对“大议程

化”的影响最为显著。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一直是推动人权跨领域化、主流化的主力；世

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则是联合国环境保护议程和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积极倡导者。 ２０００ 年安理会第 １３２５ 号决议的通过将妇女议题提上安理会议程，

这正是大量“跨国妇女倡导组织网络”在联合国内外进行游说和推动的结果。③ 在推动

人权、环境保护、妇女、和平等议题的跨领域化、主流化方面，“第三联合国”表现出更

大的主动性和持久性，且形成对会员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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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Ａ ／ ＲＥＳ ／ ２５４２（ＸＸＩ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ｇａ ／ ２４ ／ ｒ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三个联合国”的提法，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ｏｌｌｙ， ｅｔ ａｌ．， ＵＮ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
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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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３０７－３２３．



第二，“第二联合国”即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在推动“大议程化”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推动“大议程化”的动力既来自外部，也来自

内部；既具有职责和使命的驱动，也具有身份、地位和资源等方面的便利条件。 特别是

联合国秘书长及秘书处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促成和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行为体的

大议程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条件。 “第二联合国”在推动“大议程化”方面扮

演着助推器、桥梁和平台角色。 在“第一联合国”和“第三联合国”之间，“第二联合

国”的这种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一个领域广泛、部门众多、关系繁杂的全球性组织，无
论是议程的管理需要，还是各机构、各部门的协调与平衡需要，都助长了“大议程化”
现象。 例如，在 ２０３０ 议程的形成过程中，联合国各机构、各部门都希望能将各自的议

题纳入议程，以体现其部门的价值。 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期，他主动与非政府组织、
跨国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促成了联合国与企业之间的《全球契约》。 在这一议程的推

动过程中，除了秘书长的主动性外，秘书长战略规划主任约翰·鲁杰（Ｊｏｎｈ Ｒｕｇｇｉｅ）、
联合国与工商界合作部门负责人以及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公室等部门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将私人部门、公共部门、民间社会与国际

劳工组织及联合国人权机构、环境机构等部门整合在一起，体现了联合国工作人员跨

部门、跨领域、跨行为体整合的能力与偏好。
第三，在“第一联合国”中，中小国家特别是有社会民主主义、世界主义、多边主义

传统的欧洲国家是推动“大议程化”的积极力量。 与前面两个“联合国”的主动性和持

久性相比，在推动议程的跨领域整合与扩大方面，多数会员国政府表现出较大惰性，更
多采取跟随和防守性立场。 从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到《２１ 世纪议程》，欧洲国家

和加拿大等国一直是综合性大议程的积极推动者。 瑞士政府将环境问题提上了联合

国大会，瑞典成为人类环境大会的主办方，加拿大外交官担任了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

长，这些国家是将环境问题纳入发展议程的积极推动者。 由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
布伦特兰（Ｇｒｏ 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是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推动者，该项目的发起国和资助国是加拿大、丹麦、芬兰、日本、挪威和瑞士。 美国对

大议程的基本立场是消极和抵触，《２１ 世纪议程》遭到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攻击，美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罗伯特·博尔顿（Ｊｏｈ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ｌｔｏｎ）曾提出将“千年发展目

标”从联合国 ２００５ 年峰会最后成果文件中删除，结果“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被迫收

回建议。①

第四，由“三个联合国”组成的议程推动联盟是促成大议程的必要条件。 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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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性、包容性既是“大议程化”的结果，也是大议程必备的要素。 支持大议程的非政

府组织、国际智库、联合国机构以及对议程感兴趣的国家政府，共同构成推动联盟，为

促成大议程提供智力支持、组织支持和资金支持。 全球议程是各相关领域议题的“聚

合体”，将问题列入议程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行为体的硬权力和地位，如说服和影

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和在全球层面运作的财政资源、经验和技能，也包括获得专门知

识和与跨国网络联系的能力。① 由“三个联合国”组成的推动联盟最有可能具备提升

和扩展议程的能力。 这一推动联盟参与了“大议程化”的各个环节，包括议题的发起、

论证、协商、游说和报告的撰写。 ２０１８ 年，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和平行动部门共同提出

一项题为《通往和平之路：预防暴力冲突的包容性方式》的报告，这代表了正在推进的

将预防冲突议题跨领域化、主流化的一项成果。 推动这一综合性议程的目的是将预防

暴力冲突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起来，通过综合的方法预防冲突、保持

和平，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这一议程的推动联盟主要包括发达国家政府、和

平及人道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智库以及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和平行动部门，一些发

展中国家和区域组织的代表也参加了商讨，从而构成一个典型的由“三个联合国”组

成的议程推动联盟。 发达国家及其智库、非政府组织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

但该联盟也力图扩大其代表性和包容性。②

表 １　 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和平之路”议题推动联盟

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政治事务部、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脆弱性、冲突和暴力（ＦＣＶ）全球集团等

提供资助的政府 挪威、英国、瑞典、法国、瑞士、荷兰、韩国、德国

参与商讨的国家
比利时、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约旦、肯尼亚、缅甸、荷兰、挪威、塞
内加尔、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英国、美国

参与商讨的区域组织
非盟、欧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北约、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ＯＥＣＤ）等

专家顾问

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发展政策研究室主任；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妇女参与安全、冲突管理与和平组织创始人及主任；奥斯陆和平研究所主
任；普林斯顿大学冲突实证研究项目联席主任；牛津大学不平等及人类安
全和种族研究中心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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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ｎｓｂａｃｈ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Ｖａｓｑｕｅｚ Ｊｏｈｎ，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９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６ ／ ９７８－１－４６４８－１１６２－３，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Ｃ
ＢＹ ３．０ ＩＧ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续表 １

国际智库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欧洲和
平研究所、德国发展研究所、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生院、苏塞克斯大学
发展研究所、巴塞罗那大学经济分析研究所、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奥斯
陆治理中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和平研究所等

非政府组织
日内瓦民主控制武装部队中心、日内瓦建设和平平台、奎克联合国办公
室等

　 　 资料来源：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６ ／ ９７８－１－４６４８－１１６２－３，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Ｃ ＢＹ ３．０ ＩＧ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ｆｏｒ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四　 “大议程化”的贡献与困境

在促成和推广包容性的全球价值理念和原则以及动员全球不同行为体参与构建

全球合作框架方面，“大议程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联合国的纲领性文件和优先

项目，大议程承载了最广泛认同的全球主流价值原则和共同目标，并搭建起最包容性

的全球合作框架。 但“大议程化”自身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缺失，面临诸多难以克

服的困境。

（一）“大议程化”构建了一种包容性全球合作框架

“大议程化”是一个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行为体相互竞争、磨合、整合的过

程，也是联合国会员国协商和谈判的过程。 这一过程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全球不同方面

的利益与价值诉求，促成了国际社会最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理念和原则。 加之联合国

给予的政治纲领地位与合法性，“大议程化”在推广全球价值理念方面的作用和效果

是单一领域小议程难以达到的。

在人权议题跨领域化和主流化的进程中，通过与主权、安全和发展等不同领域议

程的竞争与整合，传统的人权价值原则与自决权、发展权、幸福权、和平权、团结权等议

程内容相互衔接和渗透，其结果是人权价值理念和原则被纳入发展、安全、环境等不同

领域议程，形成联合国大议程特有的、包容性的新人权观、新发展观和新安全观。 这些

价值理念和原则，包括大议程一贯倡导的全球伙伴关系、全球团结、国际合作、尊重人

权、性别平等、尊重自然等，已成为全球主流价值理念和原则的代表。 尽管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政策上侧重不同，发展中国家仍将发展视为优先议题，但经过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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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议程化”长期滚动式的推广，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

泛认同。 本文调查显示，近 ７０％的非洲国家政府表现出对 ２０３０ 议程的特别关注和支

持，是对这一议程关注度最高的地区（见表 ２）。

另外，大议程向企业界推广联合国价值理念和原则的努力取得了较好效果。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与企业界签署的《全球契约》将跨国公司、私人企业与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

织、政府等不同行为体整合在一起，在密切全球伙伴关系的同时，将有关人权、劳工、环

境及反腐败内容的“１０ 项原则”推向企业。 这一整合过程及其成果得到全球企业界的

响应和支持。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有 １６６ 个国家的 １０４３５ 家企业加入了《全球契约》，其

中包括 ２８２ 家中国企业。① 加入契约的公司承诺推动“１０ 项原则”在全球企业活动中

的主流化，支持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用事实证明，通过致力于全球契

约并将联合国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三个领域的原则国际化，它会使有利可图的赚

钱生意更富有意义。”②

“大议程化”的显著贡献是调动全球不同行为体的参与，搭建包容的全球合作框

架。 跨领域、跨部门、跨行为体的“大议程化”过程也是对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和全球资

源的调动与整合过程。 全球参与、全球伙伴关系及全球团结、国际合作是联合国大议

程的指导原则，也是联合国特色全球治理框架和路径的基本原则。 “大议程化”希望

通过对全球行为体和资源的整合，以综合、包容的方法实现议程目标。 为此，大议程不

仅描绘出“全球伙伴关系”的框架蓝图，也在机制上为构建基于全球伙伴关系的合作

框架做出相应的安排，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伙伴关系办公室、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

部、建设和平委员会等机构以及为议程专门设立的高级别政治论坛，都具有跨部门、跨

领域的协调与联系职责。

２０３０ 议程设立的“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目标具体提出

了议程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构想与规划，包括在筹资、技术、贸易、数据、能力

建设等方面的“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强调“把各国政府、民

间社会、私营部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参与者召集在一起”，加强机制间的协调。 ２０３０

议程启动的一项“技术促进机制”是大议程全球合作框架的典型代表。 该机制建立在

会员国、民间社会、私营部门、科学界、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各利益攸关方的协作基础上，

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为联合国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跨机构任务小

组；其二为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协作论坛；其三为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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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联合国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跨机构任务小组的任务是“在联

合国系统内，促进科学、技术、创新事项的协调、统一与合作”，包括与秘书长任命的 １０

名来自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学界的代表合作，筹备“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

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会议，并组建和运行网上平台。 所有联合国机构、基金

和方案以及经社理事会职能委员会均可参加任务小组。 其他大议程也都建立了类似

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联合国之所以重视全球伙伴关系，其被动原因是面临来自全球不同行为体参与和

影响议程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第三联合国”的压力，其主动原因则是无论从价值偏好

还是从资源需求考虑，联合国都需要一个广泛的全球伙伴关系。 联合国对 ２０３０ 议程

全球伙伴关系的基本愿景是：“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联合国共同努力，调

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而这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资产。”①为弥补会员国政府投入不足留

下的缺口，联合国也寄希望于“以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作为补充，调动和分享知识、

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支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②

（二）议程制定方与主权责任方之间的不平衡

“大议程化”自身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缺失，不得不面对诸多难以克服的困境，这也

是国际社会对大议程作用的评价始终不乐观的原因。

大议程推动方与主权方之间的不对称、不平衡是“大议程化”面临困境的主要原

因。 “大议程化”虽然促成了更具综合性、平衡性、包容性的大议程，但议程推动方与

议程主权责任方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对称性。 这种不对称性的表现是，“大议程化”在

很大程度上是不同行为体联盟推进的，由于全球政策空间的存在，联合国机构及各类

非政府行为体在倡导和推进“大议程化”方面发挥了积极、显著的作用。 但“大议程

化”的成果如 ２０３０ 议程无不将国家作为其主权者和领导者，强调各国对本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国家自主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必须加强各国在国家一

级的自主权和领导权。③ 这种情况导致大议程的推动方在将不同领域、不同行为体、

不同部门整合为一个以全球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为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大议程时，却无

法消除议程推动联盟与议程主权方之间存在的脱节与失衡，造成“大议程化”自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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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服的困境。
同时，不断“高大全”化的议程加剧了国家、国际和全球层面协调能力的差距，即

议程上整合起来的全球伙伴关系与现实中难以整合、难以协调的全球不同行为体之间

的差距。 议程规模越大、目标领域越多，这种困境就愈加明显。 《２１ 世纪议程》《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类覆盖领域广泛、规模宏大的全球大议程在追求包容性、综合

性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不同领域、部门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难度。 这些全面和相互

关联的议程横跨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支柱，“它要求具有更强的问责制、更大的透

明度、更有力的监督，并敦促各级更加协调一致”。①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的协调力、领
导力并没有随着议程的跨领域扩大而得到相应提升，联合国机构改革滞后问题更加突

出。 为适应“大议程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是不涉及《联合国宪章》内容的改革，
如增设大会、经社理事会和秘书处的附属机构，包括各类办公室、委员会、高级别论坛

等。 但《联合国宪章》所涉及的联合国主要机构的改革却停滞不前、难有突破，安理会

扩大和加强经社理事会方面的改革尤其突出。
从各方面看，安理会议程的跨领域现象最为有限。 一方面，“大议程化”呼吁联合

国大会、经社理事会、人权和人道主义机构以及发展系统，以跨部门、跨机构的综合方

式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受大国竞争和《联合国宪章》规定制约，安理会在

“大议程化”方面一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大议程的推动者为使议程得以通过，多
绕开安理会，寄希望于加强其他机构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 如果安理会改革无法

推进，“大议程化”只能使安理会的地位和作用更加边缘化。 经社理事会面临的困境

是任务领域众多、合作关系广泛、负担过重，但权力有限、权威不足。 主要原因是主权

国家不愿意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决策权让予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各区域组织、七国集

团等也分散了经社理事会享有的权能。 联合国及现有国际制度改革的滞后与“大议

程化”构建全球合作框架的要求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担负大议程重任的经社理事

会、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以及为大议程专门设立的附属机构、高级别论坛等部

门，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协调力和领导力，难以与那些雄心勃勃的全球大议程相配套。
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到的，联合国“目前的模式已达到耗尽点，不足以匹配《２０３０ 年

议程》所要求的雄心、成效和凝聚力”。②

“大议程化”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国家层面投入的不足。 作为主权者、领导者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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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责任方，国家层面普遍缺乏对大议程的关注和投入。 本文的调查显示，在 ２０１８ 年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会员国政府代表关注最多的 ５ 个联合国议题是冲突与和

平（６８％）、可持续发展（５８％）、气候变化（５２％）、人权（４５％）以及难民和移民问题

（３８％）。 虽然冲突与和平问题受到的关注最多，但关注的重点和立场却最为不同，甚

至是针锋相对的，比如美国重点提到叙利亚问题的解决，而俄罗斯则重点阐述了对乌

克兰问题的立场。 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是获得会员国关注最多的两项联合国全球

议程，这一方面说明大议程的确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即便是联合国

的热点大议程，其在国家层面的关注度也并不高（见表 ２）。

表 ２　 会员国对联合国议题的关注情况

议题
关注情况：

以国家为单位（％）
关注情况：以区域为单位（％）

非洲 美洲 亚洲及太平洋 欧洲

和平与冲突 ６８ ８６．２ ４５．４ ６９．２ ６５．２

可持续发展 ５８ ６８．９ ５９ ３８．５ ６５．２

气候变化 ５２ ４１．３ ５９ ５３．８ ５６．５

人权 ４５ ３７．９ ５９ ４４．４ ５６．５

难民与移民 ３８ ３７．９ ４５．４ ３８．８ ４３．４

反恐 ２９ ４１．３ １８．１ ４４．４ ２１．７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调查数据自制。

主要大国对“大议程化”缺乏共识与合作意愿，导致“大议程化”在国际和全球层

面缺乏推动力、执行力和领导力。 如前文提到，在推动“大议程化”方面，中小国家发

挥了更积极和显著的作用，本文调查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 对联合国热点议程关注最

多的仍然是中小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国内政局稳定的发展中国家。 在 １００ 个调查

对象中，对关注度最高的前 ５ 个议题均表示关注的国家有尼泊尔、斯里兰卡、中非共和

国、尼日利亚、莫桑比克、摩洛哥、罗马尼亚、法国、瑞士、葡萄牙、卢森堡、比利时、波黑、

萨尔瓦多、智利和墨西哥。 而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七国集团及金砖国家中，只有法国

代表在发言中对上述 ５ 项议题做了正面的表态。 从主要大国对联合国议程的关注情

况看，它们的关注点分散、分歧明显、缺乏共识。 日本重点提到世界贸易和朝鲜半岛问

题，俄罗斯仅强调了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和网络安全问题，美国则对联合国框架下的

气候变化、人权理事会及《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等都表示了反对态度，对可持续发展议

程只字未提。 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法两国关注了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议

·０７·

　 联合国“大议程化”：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合作框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题。 在大国对抗加剧和逆全球化势力上升的冲击下，“大议程化”自身的这些局限性

和困境进一步加剧。

五　 “大议程化”的前途

从现阶段看，大国竞争的加剧以及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力量的上升使“大议程

化”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不利的国际环境下，面临各种困境，推动力减弱，支撑“大议

程化”的全球团结、国际合作及伙伴关系原则遭到破坏，“大议程化”很难取得进展。

但全球合作的需求和推动“大议程化”的力量并未消失，在一些领域“大议程化”仍然

有发展的条件和空间。

（一）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变化的影响

国际格局、大国关系是影响“大议程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发展历程看，“大议

程化”现象开始于大国对抗的冷战时期，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如前所

述，在整个冷战时期，联合国议程跨领域整合的进度非常缓慢，扩展的范围、深度和规

模都很有限。 从 １９４８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到 １９６６ 年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从 １９７２

年的《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到 １９９２ 年的《２１ 世纪议程》，都经历了 ２０ 年左右。 冷战结束

开启了大国合作的时代，为“大议程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大议程化”

趋势明显加速，覆盖领域和议程规模不断升级。 人权、发展和安全三大“支柱领域”议程

之间实现了更广泛、更制度化的相互衔接与扩展，特别是安理会议程与人权、妇女、卫生

与健康及可持续发展议题的衔接，这在冷战时期是不可能的。 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以及

中国的改革开放助长了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与全球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加上良

好的大国合作环境，这些为联合国的“大议程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时机。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特朗普政府在各个领域发起对中国的打压，迫使一些

国家在中美关系上选边站队，并对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采取了“不合作”和“退出”立

场。 大国关系的恶化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使“大议程化”所依赖的全球团结、国

际合作及伙伴关系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从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应对可见大国

关系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议程及其全球合作框架带来的冲击。 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中包含了与健康和卫生相关的目标，２０３０ 议程又将“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实现全民健康保障”等内容纳入其具体目标。 作为热点大议程的子目标，联合国

卫生与健康领域的议程得到提升和扩展，呈现出“大议程化”趋势。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联合

国举办了“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政治宣言，宣言强调了健康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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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目标的密切关联，重申“健康是从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以

及执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前提条件、成果和指标”。①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联合国

大会通过关于“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以包容性方式加强卫生系统”的决议。 这些议

程文件一再呼吁增进国际团结、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行动，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

“牢固的全球伙伴关系”。②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也建立起一套全球公共卫生紧急

事件应对机制，包括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科研机构等不同行为体在内

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应对联盟，它们曾在抗击埃博拉病毒中发挥过作用。 但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全球扩散的情况下，在最需要全球团结合作来抗击共同

威胁的时候，在最有需要、最有可能开展全球合作的领域，大国之间特别是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之间不仅缺乏共识和集体行动，反而出现矛盾激化、竞争加剧、对抗升级的局

面。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备受质疑，特朗普甚至以世

界卫生组织拒绝美方要求为由，宣布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
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及逆全球化势力的高涨，使支持“大议程化”的新自由主

义与世界主义思潮低落，国际社会推动全球议程的意愿和动力大大减弱，这一点在主

要发达国家尤其明显，包括一些曾积极推动“大议程化”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美国第

一”“要美国利益，不要全球治理”以及“脱钩”和“退群”的立场，给发达国家带来不同

程度的影响。 从本文调查看，美国对联合国大议程采取的是拒绝和退出立场，日本和

英国采取的是回避立场。 日本曾是联合国大议程的积极支持者，此次调查显示日本对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移民与难民等议题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在 ２０３０ 议程中，官
方发展援助的提供方再次做出各自承诺：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

入的 ０．７％，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的 ０．１５％—０．２％。 但在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七国集团中只有法国关注了可持续发展议程，
并表示将增加发展援助，其他 ６ 国均未提及可持续发展议程。 此外，发达国家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达成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也缺乏支持，美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移民国家没

有参加契约。
总之，当前的国际环境对“大议程化”是不利的，“大议程化”固有的局限和困境更

加突出，发展空间非常有限。 新的全球大议程很难启动和推进，已确立的大议程目标

和全球合作框架受到冲击，存在倒退和瓦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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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Ａ ／ ＲＥＳ ／ ７４ ／ 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ｇａ ／ ７４ ／ ｒｅｓ ／ ａｌｌ１．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

《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以包容性方式加强卫生系统》，Ａ ／ ＲＥＳ ／ ７４ ／ 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ｇａ ／ ７４ ／ ｒｅｓ ／
ａｌｌ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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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议程化”发展的空间

尽管“大议程化”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大环境，但对“大议程化”的需求和推动“大

议程化”的力量并未消失，在一些领域“大议程化”仍然有发展的条件和空间。

首先，多边主义、全球团结与国际合作仍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跨领

域、综合性的解决方式及包容性的伙伴关系框架符合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求，也是联

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主要路径。 尽管目前全球合作与全

球治理受到冲击，但无论是和平与冲突问题，还是国际反恐、跨国犯罪、难民与移民问

题，或是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仍然有通过“大议程化”凝聚国

际共识、加强全球合作、多方协调应对的需要。

其次，推动“大议程化”的力量和可能性仍然存在。 大国关系和国际权力格局的

现状显然不利于“大议程化”趋势，严重破坏了大议程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但如前所

述，“大议程化”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一个多行为体组成的推动联盟是“大议程化”必

不可少的条件，大国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支持联合国议程的国家、联合国机

构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国际智库等仍然有为推动“大议程化”结成联盟的动力和作

用空间。 广义的联合国议程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由多行为体联盟发起、动员足

够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再获得联合国大会的背书，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包括促成没

有大国参与的大议程。

从发展空间和前景看，一些领域的议程很难再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但另一些领

域或类型的“大议程化”还具有发展前景。

第一，目标紧凑型、行为体紧凑型或高度共识型的大议程更具有发展的可能性，

《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与企业界达成的《全球契约》是两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前者

的成功之处在于，虽然议程涉及多个行为体和人群，但其 ８ 个发展目标比较具体、集

中，且争议性小、共识度高，集各国政府及全球其他行为体之力以实现这 ８ 个发展目标

相对容易。 后者涵盖人权、环境、劳工和反腐败四个领域的 １０ 项原则，也强调构建政

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体现出跨领域、跨部门的大议程特点，但其

主体为企业，成功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基于高度自愿、高度认同和行为体紧凑的模式。

企业基于认同和自愿加入契约，其最高执行官须向秘书长做出公开承诺，表示将承担履

行契约的相关责任。 相比这两个案例，２０３０ 议程不仅规模大、目标多，而且将移徙工人

待遇，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徙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预防冲突、国内法治等复杂

且存有较大分歧的议题纳入其中，这无疑增加了议程推进的难度。 从这一点看，有关妇

女、青年、儿童等具体领域议程的扩展和提升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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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大“支柱领域”议程的跨领域整合与扩展持续已久、空间有限，但现有重

点大议程承载的一些具有高度共识的目标议程或子目标议程，尚有进一步“大议程

化”的可能和空间。 在发展领域，２０３０ 议程覆盖领域之广、目标之多已达到空前规模，

其目标的实现面临巨大压力。 但在议程所确定的 １７ 个主目标、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及一

系列次子目标中，有许多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支持。 自 ２０３０ 议程提出

以来，这些目标领域的“大议程化”趋势已经出现，以“综合方法”解决问题的“大议程

模式”在很多领域得到推广，如全球公路交通安全、全球防灾减灾、全球公共卫生安

全、海洋废弃物污染、预防冲突和暴力等。

第三，在联合国机构和跨国非政府组织有传统影响力和特长的领域，一些大议程

仍然具有进一步跨领域化和主流化的前景。 从目前看，人权、人道、环境、妇女及和平

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比较成熟，建有广泛的全球性互动网络。 联合国机构在这些领域也

享有更大的全球政策空间，例如在人权领域，无论是规范制定还是开展活动，联合国都

具有“独特的地位”，拥有更多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且有能力扩大其在全球治理中的

“信誉及合法性”。① 在这些领域，“第二联合国”和“第三联合国”在推动“大议程化”

方面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一联盟仍然最具推动大议程的意愿。

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议程采取了拒绝态度，执意挑起与中国的对

抗，成为全球团结与国际合作的破坏者。 尽管面临美国的战略打压和单边主义、民粹

主义及逆全球化力量上升的不利环境，中国仍然是国际团结、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

积极支持者，也是联合国重大议程的支持者。 在联合国及国际多边场合，中国表达了

对 ２０３０ 议程、气候变化、维持和平行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反恐等联合国议程的

支持和承诺，体现了中国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团结合作的意愿与责任担当。 中国提出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对联合国构建包容性全球合作框架的支持和贡献。 鉴于

“大议程化”的需求和发展空间依然存在，中国在促进国际团结合作、推动联合国全球

议程目标实现方面，具有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潜力和空间。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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